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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

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

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

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

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

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

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

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

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

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

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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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中国因幅员辽阔，中央政府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需要考虑
两个目标：降低行政成本或提高治理效率，以有效处理地方事务；降低
统治风险，以维护政权稳定。然而，这两个目标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
即周雪光（２０１１）所指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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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种矛盾经常性地表现为“内重外轻”与“外重内轻”的争论。这就
带来一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该如何处理中央政府这两个目标之间的
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周雪光（２０１１）与周黎安（２０１４）等学者提出的处理
方式是，把提高治理效率（或降低行政成本）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

同时把降低统治风险作为其派生目标。按照这种处理方式，周雪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和周黎安（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分别提出了一种理论：
“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用于解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
权的关系。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中国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家
治理上，中央政府首先考虑的是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治理效率，由此导
致在行政事务上实行地方分权。同时，在地方分权之下，地方领导人有
可能会脱离中央控制，给中央政府带来统治风险，因此，又需要在资源
控制和人事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以控制和降低这种统治风险（周黎
安，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周雪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这种解释即是把中央
政府的效率目标视为其主要目标，把降低统治风险视为由实现效率目
标所派生出来的需要。而且，这两种理论所考虑的统治风险主要是指
在地方分权之下，地方官员有可能脱离中央政府控制所产生的风险，即
地方官员的代理风险。

诚然，在周雪光与周黎安的理论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差别。周
雪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认为，中央政府在提高治理效率和降低统治风险上，

存在持久和难以完全消除的冲突，他称之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
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难以稳定下来，表现为
“集权—分权”的周期性波动。周黎安（２０１４）则认为，中国的集权与分
权存在稳定模式，他概括为“行政发包制”。不过，这种差别并未否定他
们在理论上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从中央政府需要提高治理效率（或降
低行政成本）的角度解释在行政上实行地方分权的原因；又都是从地方
分权隐含着统治风险（即代理风险）的角度解释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１

１．周黎安（２０１４）还引入第三个解释变量———“公共服务的质量压力”，意指政府提供公共服
务所面临的来自民众的投诉和问责等政治压力。这一变量相当于曹正汉所指的“社会风险”。
但周黎安对这一变量的作用的解释值得商榷。他认为，如果在一个领域公共服务的质量压力
增大，中央政府将不得不减少行政发包，加强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周黎安，２０１４）。这意味
着，公共服务的质量压力是导致中央政府在行政上实行集权的因素。 事实上，在这（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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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雪光和周黎安的理论不同，还有一些学者是按另一种思路来
处理上述问题。他们认为，统治者关注的首要目标是政权稳定，因此把
降低统治风险视为主要目标，同时，把提高治理效率视为统治者在降低
统治风险上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这种思路不是从提高治理效率（或降
低行政成本）的角度解释地方分权，而是从中央政府需要降低统治风险
的角度，同时解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原因（Ｃａｉ，２００８；曹正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Ｈｅｓｓ，２０１３；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本文把这种理论简称为
“风险论”。

“风险论”区分了两类统治风险：一是社会风险，它是源于民众的统
治风险，指集权统治有可能遇到民众抵制，比如，民众有可能发起抗议，

爆发骚乱，甚至发生大规模叛乱，威胁到政权稳定；二是代理风险，是源
于地方官的统治风险，指地方官可能偏离中央政府控制，甚至反叛中央
或谋求割据独立。“风险论”认为，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政权稳定，在财
政、行政成本、军事技术、政治竞争等约束之下，需要同时考虑社会风险
与代理风险，使这两种风险综合起来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最小化。

“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的分歧首先是
对地方分权的原因提出了不同解释。周雪光（２０１１）和周黎安（２０１４）均
认为，导致中央政府在行政上实行地方分权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受制于
有限的治理能力和过高的行政监督成本，需要通过地方分权来提高治
理能力和降低行政监督成本。“风险论”不否认地方分权通常能够提高
治理效率和降低行政监督成本，但它认为这不是促使中央政府推行地
方分权的首要原因，首要原因是中央政府需要控制民众，并对民众分而
治之。所以，当提高治理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互相冲突时，中央政府将
优先考虑降低统治风险，这就导致地方分权有可能超出提高治理效率
的需要，以致在许多领域形成过度分权（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或者相
反，导致地方分权的程度低于效率要求，在某些领域形成过度集权
（曹正汉等，２０１４）。

（接上页）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往往采用另一种策略：在这一个公共服务领域，中央政府一方面
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监督和控制，即加强政治集权；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加大
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即加强行政分权（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因此，公共服务的质量
压力（即社会风险）既是导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加强集权的因素，同时也是导致在行政上强化
地方分权的因素。这就是曹正汉、曹杰（２０１３）所提出的“风险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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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风险论”与前述两种理论的分歧还表现为理论推断有所不
同，甚至存在冲突。“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有一个共
同推断，即财政压力增大或行政监督成本上升将导致中央政府加大地
方分权。“风险论”则认为，中央政府在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时，虽然
受财政和行政成本等约束，但在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要考虑的因
素是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具体而言，如果社会风险
变得相对更严重，中央政府将加大地方分权来控制社会风险；反之，如
果代理风险变得相对更严重，中央政府将加大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
（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曹正汉等，２０１４）。
然而，上述三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尚未得到系统检验。２检验所遇到

的一大困难是难以做国际比较，因为在当今世界，我们找不到与中国规
模相当的另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本文用历史的纵
向比较替代横向比较，通过检验一个理论能否解释历史上中央集权与
地方分权的动态变化来评价理论的解释能力。在中国历史上，秦朝以
后历代王朝的治理体制逐渐趋向于稳定的郡县制，但这一过程却经历
了多次演变（周振鹤，２００５）。这些演变主要发生在三个维度上：首先是
在地方政治体制上，反复出现分封与削藩；其次是在地方行政体制上，
西南及边疆地区曾经实行“羁縻体制”，元明两代演变成“土司制”，到清
代则“改土归流”，逐渐建立统一的郡县制；再次是在省级政区的设置
上，从时兴时废、存废不定，到逐渐稳定和定型。这三个维度上的演变
都属于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变化，因此，可以作为检验这三种理论的
依据。

２．在理论文献上，赫斯（Ｈｅｓｓ，２０１３）曾以中国、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为比较对
象，初步检验了“风险论”的观点。１９８０年以来，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受着全球民主化浪潮
的冲击，结果却很不一样，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保持了政权稳定，而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发
生了政治转型。赫斯（Ｈｅｓｓ，２０１３）指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能够保持政权稳定的原因是，两
国都实行高度地方分权，其治理结构都具有“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特征，阻止了全国性社会
抗议运动之形成；反之，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地方分权程度较低，明显偏离了“中央治官，
地方治民”的结构，故两者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导致政治转型。
不过，这一项研究很难称得上是对“风险论”的严格检验，因为检验的样本数太少，时间跨度也
很短，只有２０余年，而且，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的不可比的因素也非常多。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历代王朝的治理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演变

过程，主要检验“风险论”的解释能力；同时，也与其他两种理论的解释
能力相比较，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不同理论之间的批评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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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风险论”及其推断

在考察历史事实之前，我们需要拓展和完善“风险论”，以回应周雪
光等学者的批评。周雪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曾批评“风险论”及其“中央治
官，地方治民”的模型，认为这一模型把国家的治理结构看得过于刚性
和稳定，忽略了集权与分权的动态演变。这一批评富有洞见，特别是考
虑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曾经发生多次重大变化，这更是
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本部分，我们尝试拓展“风险论”，使之成为能
够解释集权与分权之演变的动态理论。我们从基本假设（“风险最小化
假设”）开始。

（一）“风险最小化假设”
集权国家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对他们所面

临的威胁（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ｇｕｉ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１９－３５；Ｓｃｈｅｄｌｅｒ，２００９；

Ｈｅｓｓ，２０１３）。３这些威胁按来源划分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民众叛乱。

民众是被统治的对象，他们受政府征税、征劳役、管制等影响，或者，受
天灾或经济危机等冲击，有可能爆发抗议、骚乱，甚至反叛，从而威胁社
会稳定和政权稳定。我们把这种威胁称为“社会风险”。第二种是由应
对第一种威胁所派生出来的。为了应对第一种威胁，统治者必须依靠
军队和官僚系统，这就可能会出现军队和官僚系统的内部人脱离控制，
甚至反叛的问题，这就是“代理风险”。在本文中，我们忽略中央政府的
官员给统治者带来的代理风险，着重考察地方官给统治者和中央政府
带来的代理风险。４第三种威胁是外部军事入侵。为了应对外部入侵
的威胁，必须依靠将领在边疆御敌，也依靠官僚系统向民众征税、征物
资、征劳役等后勤供给，这就提高了边疆将领的代理风险，也加剧了民
众叛乱的社会风险。

３．本文把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看成是一体的。统治者是政权的最终执掌者，是中央政府的领
导核心和主要决策者；中央政府是统治者的执政团队，它受统治者支配和控制，也向统治者负
责。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有时候用统治者代表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统治者及
其中央政府”简称为“中央政府”。

４．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１９８８）说：“纵观人类历史，让官僚系统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
（ｆｉｅｌ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保持忠诚和服从，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这些地方官员具有很强的意
识自行其是，把他们管辖的地域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使得中央政府在动员资源和获取信息上
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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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一旦在军事上取得支配地位，建立统一政
权，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就不是外部入侵，而是内部叛乱和瓦解（王国斌，

１９９８：８９）。因此，历代统一王朝在治国策略上都是重点防范内部反叛，
中央政府只要能维持内部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就有能力安定边疆和
应对外患。这一特点在统治者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忽略统治者所面临的外部入
侵威胁，主要考虑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风险
最小化假设”：假设统治者及中央政府在治理国家上，追求统治风险的
最小化，即，力求同时控制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使其综合起来对政权
稳定的威胁最小化。
采用“风险最小化假设”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运用“理想型”的概念和

演绎方法（Ｚｈａｏ，２０１５：２４－２８），分析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的多样性及动态演变。首先，在此假设之下，我们可以分析统治者及中
央政府所希望的理想的治理体制具有何种特征，或者说，是属于何种类
型。其次，我们引入统治者及中央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并分析这些
约束条件如何影响到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然后进一
步分析治理体制的多样性及演变。

（二）对治理体制的分类
我们暂时不考虑统治者及中央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仅讨论统治者

有哪些控制风险的手段，这些控制手段所对应的治理体制又有哪些类型。

１．两种控制手段
所有的集权国家基本都依靠两种控制手段———按人事实行控制和

分地域实行控制———才能建立有效统治。这两种控制手段也是控制社
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主要工具。

（１）人事控制
人事控制是统治者设立多种层级的职位和身份，以及相应的人事

管理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逐级对人实施控制，形成自上而下的人事控
制系统。梅斯奎塔等（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ｇｕｉ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ｇｕｉｔａ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１）提出一种人事控制模型，名为“选举人理论”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解释这种控制方式所依赖的机制及形成的控
制结构。这一理论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是通过建构三个选举人集团
获得权力和执掌权力。其中，最外围的集团是“名义选举人集团”（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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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他们由统治者的潜在支持者构成，在名义
上（或法律上）对选举统治者具有某种发言权或选举权。在此之上，是
规模要小得多的“实际选举人集团”（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他们对
统治者获得政权及持续执政能够产生某种实际的影响。最核心的集团
是人数极少的“统治联盟”（ｔｈ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他们是支持统治者
赢得政权和执掌政权不可或缺的人物（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ｇｕｉｔａ，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通过这三个选举人集团，统治者就能够对所有人实施层级控
制。首先，通过政治租金的分配和人事任免，直接控制最核心的“统治
联盟”；其次，通过“统治联盟”进一步控制“实际选举人集团”；最后，通
过“实际选举人集团”控制规模庞大的“名义选举人集团”，并扩大到控
制普通民众。
当然，上述层级控制结构若要有效发挥作用，还需要借助人事管理

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是在三个选举人集团中设置相应
的职位、级别、身份和任免办法，以便统治者从“名义选举人集团”中选
拔精英进入“实际选举人集团”，又从“实际选举人集团”中选拔可以特
别信赖的人进入“统治联盟”；反过来，统治者也可以把不忠诚的成员从
“统治联盟”或“实际选举人集团”中开除。与人事管理制度相配合的是
资源分配制度，也就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其他资源按职位和级别在
“统治联盟”“实际选举人集团”和“名义选举人集团”中分配，首先满足
“统治联盟”的需要，其次分配给“实际选举人集团”，最后分配给“名义
选举人集团”。这就在各个集团内部及集团之间建立起人与人的竞争
关系和替代关系。除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都需要通过向上争取支
持，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或获得更高职位。这种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
提高了统治者对所有人的控制能力。

（２）地域控制
地域控制是中央政府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分别建立地方政

府和任命地方官员，授权地方官员统治民众，即按地域对民众分而治
之。盖尔通（Ｇａｌｔｕｎｇ，１９７１）和莫泰尔（Ｍｏｔｙｌ，２００１）建立的“帝国统治
模型”就是把地域控制作为主要的控制手段。这种控制结构的特征是，
处于核心地位的统治者及中央政府凭借军事优势控制各地区的领导人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再通过地区领导人统治各地民众。与此同时，中央
政府通过征税等方式，把资源从各地区集中到中央，再由中央政府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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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进行再分配，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２．对治理体制的分类
依据采用何种控制手段，我们可以对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进行分类。
第一种类型是不采用地域控制手段，只采用人事控制手段，即不设

立地方政府，或者说，不设立具有充分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仅建立自上
而下的人事管理系统和垂直控制的行政机构，所形成的治理体制是“中
央垂直管理的体制”，也称 Ｕ 形结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１９６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６；Ｃｏｏｌｅｙ，２００５）。一般而言，这种治理体制只适合小国，因为中央
政府能够直接管理的有效范围受到人口和地域的限制。不过，历史上
有一部分极权国家（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虽然规模较大，但也曾在短时期
内采用这种治理体制（Ｍｏｔｙｌ，２００１）。
第二种类型是只采用地域控制手段，不采用人事控制手段，即中央

政府依靠地方政府统治各个地区，但没有建立中央垂直控制的人事管
理系统，此为“间接统治的体制”。历史上所有的“海洋型帝国”，如大英
帝国和法属西非联邦，其统治方式都接近这种体制（潘兴明、高晓川，

２０１４：２２－２６）。
第三种类型是既采用地域控制手段，按行政区域设置地方政府，同

时，也采用人事控制手段，建立中央垂直控制的人事管理系统，此即“地
方分权的威权体制”（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０８；Ｘｕ，２０１１；Ｈｅｓｓ，２０１３），其基本特征
是“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曹正汉，２０１１）。历史上所有的“大陆型帝
国”，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帝国、俄罗
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等，其治理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
这种类型（Ｍｏｔｙｌ，２００１；芬纳，２０１４）。中国的郡县制是这种类型的典
型代表，所以，我们就简称之为“郡县制”（严耕望，２００２；周振鹤，２００５；

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９）。
当然，上述三种类型是就典型情况而言，实际上，集权国家的治理

体制不一定完全与这三种类型中的某一种对应，很可能是介于两种类
型之间，或者由两种类型混合而成。因此，上述三种典型类型又可以衍
生出三种混合类型。
第一种混合类型是郡县制与间接统治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简称为

“郡县制与间接统治并行的体制”。比如，西汉初年，刘邦为了安抚一同
打天下的异姓枭雄，被迫拿出一半国土分封诸侯，建立诸侯王国，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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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国土上建立郡县制。此外，西晋和元朝既采用郡县制，又采用某种
程度的分封制，也与此类似。
第二种混合类型是在间接统治的基础上实行郡县制，我们称之为

“以间接统治为基础的郡县制”。这种治理体制的特征是：中央政府之
下设立行省，对行省实行直接统治，行省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行省以
下实行间接统治，由中央政府授权地方贵族或部落首领自主统治。古
波斯帝国即是采用这种治理体制（芬纳，２０１４：３１４－３２７），中国元、明两
代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也属于这种类型。
第三种混合类型是中央垂直管理与郡县制相结合，即，中央行政机

构延伸到省级政区，省级政区之下才按郡县制来治理。这种治理体制
以宋代为典型。宋代君主对地方官员防范极严，为此，在地方高层政区
（路）不设立统一的政府，而是分别设立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
司、提举常平司等相互独立、相互牵制并直属于中央的行政机构，分别
执掌地方财权、司法权、兵权和民事权，同时，又都行使监察府（州）、县
官员的权力；在“路”之下，才按郡县制的原则，设立府（州）、县等地方政
府。明代前期也是采用这种治理体制。
综合而言，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可以分为六种主要类型（见表１）。

表１：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六种主要类型

类型 特征 举例

中央垂直管理
的治理体制

仅采用人事控制手段，建立垂直控
制的人事管理系统，不采用地域控
制手段，不实行地方分权。

小规模的集权国家

间 接 统 治 的
体制

只采用地域控制手段，缺乏中央垂
直控制的人事管理制度，中央政府
依靠地方精英实行统治。

“海洋型帝国”

郡县制 既采用地域控制方式，按行政区划
设置地方政府，实行地方分权；同
时，又建立中央垂直控制的人事管
理系统，以控制地方官员。

“大陆型帝国”；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的
郡县制。

郡县制与间接
统治同时并行

在一部分国土实行郡县制，在另一
部分国土实行间接统治。

在实行郡县制之外，也通过分封设立
诸侯王国，形成郡县制与分封制在空
间上同时并存。

以间接统治为
基础的郡县制

中央对行省实行直接统治，采用郡
县制的原则；行省以下实行间接统
治，由地方精英统治。

中国历史上在边疆和西南地区实行的
“土司制”；波斯帝国（由２０余个行省
组成，行省总督由中央政府任命，行省
之下由原城邦君主或部落首领统治）。

中央垂直管理
与郡县制相结
合

中央垂直管理延伸到地方高层政
区（省），高层政区之下才按郡县制
来治理。

北宋和南宋

　注：本表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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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类的目的是为分析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提供一个比较框
架。在这个比较框架内，首先，我们讨论如果不考虑约束条件，统治者
希望的治理体制属于何种类型；然后，我们再把约束条件加进来，考察
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下，治理体制将如何变化。

（三）各种治理体制应对统治风险的机制及有效性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不同的治理体制意味着在控制统治风险上能

够利用的机制有所不同，其有效性也有所差别。
中央垂直管理的体制依赖“统治联盟”的忠诚和“实际选举人集团”

的支持，也依赖“名义选举人集团”的服从（Ｍｅｓｇｕｉ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Ｍｅｓｇｕｉｔａ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１）。这种忠诚、支持和服从是建立在两种机制
基础上的。一种机制是官僚系统（包括军队）的职位竞争机制。除最高
统治者之外，每一个人都需要与其他人竞争才能获得晋升机会，也才能
保住职位。职位竞争机制使得统治者能够通过层级控制的手段管理官
僚系统，并直接或间接控制每一位官员。另一种机制是资源分配机制。
统治者首先控制税收和其他重要的经济资源，然后把资源按等级分配
给官僚系统中的成员，确保职位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在这种
治理体制之下，政权的稳定性最终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控制足够资源。
只有掌握了足够资源（如税收和石油收入），才能保住“统治联盟”的团
结和忠诚，也才能获得其他集团的支持和使它们服从（Ｍｅｓｇｕ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９；Ｍｅｓｇｕｉｔａ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１）。
我们把这两种机制统称为“人事控制机制”。
然而，对于规模巨大的集权国家来说，相对于庞大的人口，统治者

所能控制的收入和资源是有限的，这些收入也许可以维持官僚系统（包
括军队）的忠诚，但不足以收买全国民众，使民众自愿臣服。况且，大部
分税收和资源还是从民众手中直接征得的。所以，人事控制机制用于
应对地方官员的威胁（即代理风险）是有效的，但难以应对来自民众的
威胁（即社会风险）。
与中央垂直管理的体制不同，间接统治的体制采用地域控制手段，

赋予中央政府运用分而治之的机制应对上述两种威胁。这种分而治之
的机制包括：首先，它分散了中央政府所面对的来自民众的威胁，把这
种威胁转移给地方领导人来承担，相应的，增加了地方政府应对民众威
胁的灵活性（Ｃａｉ，２００８；曹正汉，２０１１）；其次，由地方政府控制民众并承

·１１·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担相应责任，这就分散了民众抗议的目标，使民众抗议的对象转向地方
政府，有助于阻止全国性抗议运动的形成（Ｈｅｓｓ，２０１３）。因此，间接统
治能够应对来自民众的威胁。但这种治理体制因为缺乏垂直控制的人
事管理系统，所以，在控制地方领导人方面，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军事威
慑和资源分配，有效性受到削弱。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分析和比较各种治理体制应对统治风险的机

制及有效性（见表２）。

表２：各种治理体制应对统治风险的机制及有效性之比较

治理体制 应对威胁的机制
应对威胁的有效性

应对来自
民众的威胁

应对来自地方
领导人的威胁

统治风险的高低

中央垂直管
理的体制

人事控制机制 较差 有效 较高（容易出现
全国性民众抗议
运动或骚乱）

间接统治的
体制

分而治之的机制 有效 较差 较高（容易出现
地方割据或地区
分离运动）

郡县制 （１）分而治之的机制；
（２）人事控制机制

有效 有效 较低

郡县制与间
接统治并行
的体制

以分而治之的机制
为主，人事控制机制
只能在局部地区发
挥作用。

有效 较弱 相对较高（容易
形成局部的地方
分离势力或地方
反叛）

以间接统治
为基础的郡
县制

（１）分而治之的机制；
（２）人事控制机制主
要在行省层面发挥
作用。

有效 相对较弱 相对较高（行省
之下容易发生地
方反叛）

中央垂直管
理与郡县制
相结合的体
制

（１）人事控制机制；
（２）分而治之的机制
能发挥作用，但受到
抑制，因为中央各部
门直接延伸到省级
政区，缺乏统一的省
级政府。

相对有效，其
效果被弱化
了。

有效 相对较高（地方
政府 的 能 力 较
弱，难以有效应
对民众反叛。

　注：本表为作者自制

（四）理想状态的郡县制
表２显示，相对而言，郡县制在帮助中央政府降低统治风险上更具

有优势，因为它既能应对来自民众的威胁，又能控制来自地方官员的威
胁。据此，我们得出一个推断：对于有着广土众民的集权国家来说，如
果不考虑约束条件，那么，中央政府将朝着郡县制的模式建构国家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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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统治风险。这种郡县制应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覆盖全国每一个地区，包括边疆。
第二，对于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地方政区需要设置郡和县两级。

县级政府承担管理和控制民众的工作，包括维持治安、监督民众、征税、
征劳役等行政工作，也包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郡级政府监督县级政
府，同时，还承担另外一项重要职能：一旦本地区出现社会骚乱或民众
反叛，就可以动员和指挥本郡安保力量平息骚乱，镇压反叛。
第三，相对于民众来说，郡的规模应较大，大到郡级政府能够集中

足够的安保力量来平息各县民众的骚乱或反叛。
第四，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郡的规模应较小，小到郡级政府没有

能力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或者，没有能力反叛中央。
在这种理想状态之下，中央政府有能力监督郡级政府，防范郡级官

员的反叛。同时，郡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也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
应对民众的威胁。

（五）约束条件与治理体制———“风险论”的推断
理想状态的郡县制是在中央政府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希望建立起

来的治理体制，它与实际形成的治理体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这种
差别反映了约束条件对治理体制的影响。
中央政府在治理国家上受到的约束非常多，多到我们无法穷尽。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就主要的约束条件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为
政治约束、财政约束和军事技术约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历
史时期中央政府都在相同程度上同时受到这三种约束条件影响。实际
上，这三种约束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历史条件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变
化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可能主要受制于其中一种或
两种约束，而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可能主要受制于另一种约束。所
以，我们考察的重点是这三种约束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变化。
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三种约束的含义，并逐一分析其对治理体制的

影响。

１．中央政府面临的三种约束
（１）政治约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郡县制，遇到的第一个约束就是

政治约束。政治约束是指，中央政府在军事上或在政治上存在强有力
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在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却有能力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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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分享部分的统治权。因此，如果在一个地区（如边疆地区）受制
于政治约束，中央政府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推行郡县制，而不得不退而求
其次，采用分封制或羁縻制等间接统治的办法，以求尽可能控制这些地区。

（２）财政约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郡县制，遇到的第二个约束是财
政约束。财政约束是指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及集中分配财政收入的能
力受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等限制，有可
能不足以支持在所有地区建立和维持郡县制。以郡县制统治国家，需
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官僚系统，在各地区设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并派遣
地方官员和派驻军队。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依赖于各个地区的经济、
社会和自然条件，最终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及在全国分配财政
收入的能力。
以一个地区来说，按郡县制设立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的一项条件是，

该地区的经济产出能够维持当地人民的生存，使当地人民能够定居下
来而不必四处游荡。如果一个地区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经济产出（如
在草原或荒漠化地区），当地人民就只能过游牧生活，地方政府很难向
其征税，也很难管理四处游荡的游牧人口。另一项条件是，当地的税收
能够供养当地政府机构，使地方官员能够安定下来。如果不具备上述
两项基本条件，那就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即该地区有可靠的道路、运
河等交通系统，能够便捷地与首都和核心经济区建立联系。只有具备
交通技术条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从其他地区调拨财政收入，支持在当
地设立地方政府和派遣驻军。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和荒漠地区，以及西南苗疆地区，曾

长期难以推行郡县制，其原因就与财政约束有关。在这些地区，通常经
济产出都很低，交通非常困难，而且，民众要么过着游牧生活，要么语言
不通和存在文化隔阂，地方政府难以直接征税，中央政府也难以负担建
立郡县制所需的财政支出。

（３）军事技术约束。这一约束是指，在冷兵器时代，政府所掌握的
军事技术和装备，如刀、枪、弓箭、马匹等，与民间社会所能掌握的军事
技术和装备基本上一样，没有本质差别。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所掌握的
军事技术和装备与地方政府也基本一样，没有本质差别。这就带来一
个后果：在军事力量上，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相对
于民间社会，并不必然占据绝对优势，而是要依赖各自所控制（或所能

·４１·

社会·２０１７·３



动员）的人口和财力的多寡。因此，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民间组织或地
方豪强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和动员能力，就可以组建军队与政府军抗衡。

同样的道理，如果地方政府控制的地域足够大，人口也足够多，一旦遇
到政治机会，也有能力组建军队与中央政府抗衡。
军事技术约束对中央政府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地方高层政区的设置

上。一般来说，县级行政区的面积较小，人口也不多，因为要方便县级
政府就近监督和管理民众。５县之上的郡级政府辖区也不能太大，通常
所统辖的县在１０个左右。县级政府和郡级政府能够集中的财力与人
力都有限，在冷兵器时代，难以应对跨地区的大规模民众叛乱。因此，

从降低社会风险的需要来说，在郡之上应该设置更大的地方行政区，如
行省。省级政区应足够大，大到能动员足够的人力和财力组建强大的
地方安保力量，以镇压大规模的民众骚乱和反叛。然而，有能力镇压大
规模民众反叛的省级政府也有能力反叛中央政府，这就提高了中央政
府的代理风险。因此，军事技术约束使得中央政府在降低社会风险和
代理风险上面临着冲突：为了防范代理风险，就不应设置省级政区，但
增加了社会风险；为了降低社会风险，就应设置省级政区，然而又增加
了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５．一般而言，中国县级政区的面积受到一项原则的约束：从县衙步行到最边远的村庄，应一
天可达。

２．“风险论”的推断
“风险论”假设统治者及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但又受到

上述三种条件约束。这些约束条件制约着中央政府在控制和降低统治
风险上所能运用的手段。因此，“风险论”推断，集权国家实际的治理体
制取决于当时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及中央政府面临
的约束条件。当这两种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发生变化之后，或者，当约
束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将促使中央政府调整治理体制，这就导致治理体
制发生演变。

关于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的变化如何影响治理体

制的演变，我们可以归纳如下：社会风险相对越高，越需要加强对民众
的控制，故地方分权程度也随之增大；代理风险相对越高，越需要加强
对地方官员的控制，故中央集权程度将随之加强。接下来我们主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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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约束条件的变化对治理体制的影响，简要概括如下：
（１）政治约束的强弱影响到国家的治理体制是否存在分封现象。

具体而言，如果中央政府在部分地区（如边疆）面临较强的政治约束，将
迫使它在政治上实行地方分权，即，在这些地区采用分封制，以安抚和
制约在军事上或政治上拥有独立势力的同盟者；反之，随着中央政府在
军事上和政治上变得强大和稳固，政治约束随之弱化，就将采取削藩策
略，推行郡县制。

（２）财政约束的强弱影响到郡县制的实施范围。如果中央政府在
部分地区（主要是边疆地区）受到较强的财政约束，那么，即使它在军事
上有能力征服和控制这些地区，也只能实行类似于“土司制”的间接统
治；反之，当财政约束弱化之后，中央政府有能力“改土归流”，就将取消
“土司制”，推行郡县制。

（３）军事技术约束影响到省级政区的稳定。当军事技术约束较强
时，省级政区难以稳定，表现为时兴时废；当军事技术约束变弱时，省级
政区将稳定地建立起来。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种约束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例

如，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兵强马壮，威震天下，但是，如果他是
依靠军事同盟者打下天下，那么，他面临的主要约束就是政治约束。在
这种约束之下，统治者为了降低统治风险，所能采取的手段就是分封
制，以求暂时安抚（或制约）同盟者。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王朝在建
立之初都存在分封现象，这就是受政治约束所致。一旦新王朝立足趋
稳，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建立起稳固的控制地位，就意味着政治约束已大
为弱化，此时，中央政府就开始谋求削藩，以消除地方诸侯的威胁。
又如，在王朝统治末年，中央政府的军队已经涣散，官僚系统腐败、

臃肿，地方骚乱加剧，郡一级政府难以平息地方叛乱。此时，在平息地方
骚乱方面，中央政府受到的主要约束是军事技术约束和财政约束。在这
两种约束之下，中央政府所能采取的策略就是加大地方分权，即，在郡之
上设立省级政区（如东汉末年的州与唐后期的方镇），授权省级政府统筹
财权、兵权和人事权，镇压地方叛乱。显然，这种策略增加了中央政府所
面临的代理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地方割据和王朝瓦解。因此，当局面
重新稳定下来之后，或者，当新王朝建立起来之后，中央政府就将谋求取
消省级政区，以降低代理风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体制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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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县二级制向州郡县三级制来回演变（周振鹤，２００５），就是因为中央政
府在控制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上受制于军事技术约束。
即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在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主要约束

也有所差别。比如，在王朝的鼎盛时期，中央政府在统治的核心地区所
受到的三种约束都很弱，此时，核心地区的治理体制就非常接近于理想
状态的郡县制。但是，在边疆地区，中央政府可能仍然面临较强的政治
约束或财政约束，因此，边疆地区的治理体制就可能偏离了郡县制。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中央政府在控制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上

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是属于何种类型，来解释治理体制的特征及形成原
因。同时，又可以通过考察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的相对变化，以及主要
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治理体制的演变。

三、中国历代主要王朝的集权、分权及演变

我们现在考察中国历史上治理体制的重大演变，为检验和比较“风
险论”“帝国的治理逻辑”与“行政发包制模型”的解释能力提供事实
基础。

（一）中国历代主要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王朝数不胜数，有“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也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为了使各王朝具有可比性，我们选取的是历代
主要王朝。为此，我们需要界定何为“主要王朝”，何为“次要王朝”。
历史学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方法：所谓“主要王朝”，是指统治范围包

括整个中国，或接近于整个中国的王朝；所谓“次要王朝”，是指仅仅统
治中国一部分地区的王朝（Ｙａｎｇ，１９５４）。那么，何为“中国”？在历史
学的概念中，“中国”首先是指特定地理区域，其核心区域包括黄河中下
游地区、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核心区域的周边，有西藏、新疆、
青海、蒙古、辽东、云南、广西、台湾等，这些边缘地区在历史上有时处在
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有时则处于中国的外围（Ｙａｎｇ，１９５４）。本文采
用历史学家的界定方法，所谓中国“主要王朝”，是指其统治范围至少包
括中国核心区域的王朝，即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荡平了所有公开对立的竞争者。
除此之外的王朝均属“次要王朝”。
按上述界定方法，自秦统一中国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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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主要王朝共有十个，分别是秦、西汉、东汉、西
晋、隋、唐、北宋、元、明和清。６

（二）主要王朝的治理体制
为了便于比较历代主要王朝在治理体制上的差异，我们以各王朝

的鼎盛时期为时点，列出其治理体制的主要特征（见表３）。

（三）集权与分权的演变
表３显示，历代王朝在鼎盛时期所形成的治理体制，均在一定程度

上偏离了理想状态的郡县制。而且，在一个王朝的存续期间，治理体制
也往往经历了很大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秦
至清，治理体制的演变趋势是逐渐形成稳定的、覆盖全国各地区的郡县
制。在这两千余年间，治理体制的演变主要发生在三个维度上，分别为
地方政治体制的演变、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和省级政区由兴废不定到
逐渐稳定。

６．北宋是接近于统一中国的王朝。清之后的民国时期虽然继承了清的领土，但未完成内部
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先后有军阀战争、北伐战争、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
等。所以，我们没有把民国阶段列入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清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建立的
统一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清代有封王，却是虚封，只有爵位，没有封土。但是，清初有“三藩”和“藩王”：平西王吴三
桂，镇守云贵；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三藩”无世袭封地，但各
藩王在其控制的地区俨然成了事实上的诸侯王，统辖兵权、财权和人事权，清廷为了避免藩王
反叛，只能暂时承认。

８．西晋皇室太弱，自始至终都无力削藩，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抗衡各宗王势力，大封
皇子王，局面遂一发而不可收。武帝死后，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在内战中倾覆（周振鹤，

２００５：５３－５５）。元仁宗有削藩之举，但因蒙古诸王的权势过大，削藩之策未实施下去。１３１５
年，元仁宗下令取消诸王任命其封地的达鲁花赤（地方最高长官）的权力，改由中央（转２０页）

１．分封与削藩
第一个维度是地方政治体制的演变，即分封与削藩。分封是中央

政府在政治上采用地方分权，把地方统治权（包括地方军事、人事、财政
等管辖权）授予地方诸侯，并允许世袭。削藩则是中央政府的政治集
权，即收回地方统治权，建立郡县制的地方政府，用中央政府任命的流
官替代世袭诸侯。在这一个维度上，治理体制演变的基本特征是：王朝
初建之时，因立足未稳，有可能实行局部的分封制，这样的王朝有西汉、
西晋、元、明和清；７然而，一旦王朝稳定下来，必定谋求削藩，其中，成功
削藩的有西汉、明和清，无力削藩的有西晋和元。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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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中国历代主要王朝在鼎盛时期的治理体制之特征

王朝 治理体制的特征 说明

秦 郡县制（偏向于中
央垂直管理）

秦在全国建立郡县制，但在行政上仍然采用战国时期的法家
策略，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地方分权程度低。所谓“（秦）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柳宗元《封建论》）。

西汉 逐渐统一为郡县
制（边疆地区：设
郡，郡以下设置道
和属国，分封其首
领，因俗而治。）

高祖刘邦开国之初，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其余领土分为
２４郡，由皇帝直接统治。自高帝六年起，逐个铲除异姓诸
王，同时，拆分异姓王国，分封给自己的子弟。此后，经文帝、
景帝“众建诸侯”和削藩，各王侯的领地已等同于郡县，全国
实际上统一为郡县制。

东汉 郡县制（边疆地区
的治理与西汉大
致相同）

东汉承袭西汉的郡县制，同时，中央政府设立１３个刺史部，
作为监察区，分区监察各郡县行政。黄巾起义之后，地方大
乱，１３刺史部演变为１３州，统辖州内兵权、财权、行政权，地
方行政体制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并逐渐形成
地方割据局面。

西晋 郡县制与间接统
治并行

晋武帝为报偿宗室从曹氏手中夺得政权，开国之初大封宗室
２７人为王，随后又分封诸王子以抗衡宗室诸王，酿成“八王
之乱”，导致西晋覆亡。

隋 郡县制（偏向于中
央垂直管理）

隋与秦相似，虽然在全国建立郡县制，但在行政上实行中央
集权，地方分权程度较低。另外，隋大业元年（６０５年），炀帝
废诸州总管府，集地方兵权于中央，郡县微弱，无力对付地方
叛乱。

唐 郡县制（边疆地区
设羁縻府、州、县，
册封其首领，令其
自行管理）

“安史之乱”（７５５年至７６３年）前，唐约有州（府）３２８个，县
１　５００余个。“安史之乱”期间，在州府之上出现了４０至５０
个方镇，以统辖地方兵权和组织平乱。此后，方镇逐渐掌握
了地方兵权、财权和行政权，成割据之势，郡县制逐渐瓦解。

北宋 中央垂直管理与
郡县制相结合（边
疆地区设置羁縻
州、县、峒，授予官
爵，令 其 自 行 管
理）

北宋时，在府（州）之上设路，路分别设立转运使司、提点刑狱
司、安抚使司（主要设在边疆，主管军务）和提举常平司；路之
下，才建立完整的郡县制。

元 郡县制与间接统
治并行（边疆地区
设置土司，任用土
官，允许世袭）

忽必烈入主中原后，采用大行政区的行省制，分中国为１１个
行省，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受蒙古传统和贵族势力的限
制，元王朝又在中原和江南汉地实行部分的分封制，所谓“投
下”，投下主（蒙古贵族）与元廷分享所在地的部分主权。

明 逐渐形成统一的
郡县制（边疆地区
沿袭 元 代 “土 司
制”）

朱元璋为了镇守边防，分封皇子皇孙到各军事要地，建立２５
个封国。建文帝即位后，开始削藩，燕王朱棣起兵反叛，推翻
了建文帝。朱棣继位，继续削藩。至１４２６年，藩王的势力基
本消除，仅保留封号和食禄。在地方行政上，明承宋制，地方
高层分都、布、按三司，三司相互独立。明后期，在三司之上
建立总督巡抚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地方高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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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 郡县 制 （边 疆 地
区：清初，沿袭明
代土司制；雍正年
间开始大规模改
土归流）

清初，有“三藩”：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贵）、平南王尚可喜
（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１６７３年，清廷开始
撤藩，“三藩”举兵反叛，至１６８１年，平息叛乱，铲除“三藩”。
清王朝与元相似，采用行省制，并与明末的总督巡抚制

相结合，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

　资料来源：《剑桥中国史》各卷（费亚清、刘广京，１９８５；崔瑞德，１９９０；崔瑞德、鲁
惟一，１９９２；傅海波、崔瑞德，１９９８；牟复礼、崔瑞德，１９９２）、《中国通
史》（白寿彝，２００４）、《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周振鹤，２００５）、《中国
土司制度史》（龚荫，２０１２）、《宋史》（陈振，２００３）、《隋唐史》（岑仲勉，
２０００）、《元朝史》（韩儒林，２００８）、《明史》（南炳文、汤纲，２００３）和《清
史》（李治亭，２００３）。

（接１８页）任命，诸王领主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后，又取消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之权。
但是，此举招致各宗王激烈反对，他们指责仁宗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
破坏了忽必烈定下的制度。仁宗迫于压力，于１３１７年取消了这些改革措施，再次允许诸王领
主自辟达鲁花赤（傅海波、崔瑞德，１９９８：５２６－５２８）。此后，元代朝廷再也无力削藩，终元一
代，均保留了某种程度的分封制。

９．长沙王于文帝最后一年（公元前１８０年）死而无后，长沙国被撤销，所领三郡（长沙、桂阳、
武陵）收归汉室。

　　西汉削藩历经高帝、文帝和景帝，至武帝才告完成。第一阶段是剪
除异姓王，代之以同姓王。高帝六年，刘邦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开始逐
个铲除异姓王，拆分原异姓王国，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至高帝十二年，
这一项工作基本完成，除保留异姓王中最弱的长沙王外，其余异姓王均
被剪除，然后建立了九个同姓王国予以代之。９第二阶段自文帝开始，
采用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之策，拆分同姓诸侯王国。文帝十六年，把
疆域最大的齐国一分为七，建立了七个诸侯王国，又把淮南国拆分为三
国。景帝即位，继续推行削藩政策，相继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
海郡，并打算削夺吴国的会稽郡与鄣郡，引发七国反叛。平乱之后，各
诸侯王国所领支郡悉数收归中央管辖，又分梁国为五国，王国总数达到

２５个 。此后，王国地不过一郡，其人事权、行政权和财权也大为削弱，
变成了与郡相同的地方行政区，王国名存实亡。削藩的第三阶段是武
帝行推恩法，强制规定各王国有多少王子就须分封多少王子侯国，此
后，绝大多数王国几乎封地以尽（严耕望，２００２：１０－３０；周振鹤，２００５：

４２－５１）。
明代削藩始于建文帝。建文帝即位第一年，先后废周王朱橚、代王

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和岷王朱缏。接下来打算废实力最强大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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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朱棣，引发朱棣反叛。经过三年战争，朱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得皇位，
改年号为“永乐”。朱棣登基后，也着手削藩，或削去藩王的护卫部队，

或废为庶人。到永乐皇帝死时，由朱元璋建立的３０支藩王护卫部队仅
存４支。永乐之后，宣宗继位，又削去这４支护卫部队。此后，藩王在
封域内既无兵权，也无行政权和财权，仅保留封号和食禄（牟复礼、崔瑞
德，１９９２：２８３、３９７－３９８；南炳文、汤纲，２００３：１３１－１３２）。

１０．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在边疆地区共设置了８５５个羁縻府州。这些羁縻府州分三
类：第一类是设置于唐边州都督府辖区之内，处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最后升为唐正州，或并
入边州都督；第二类是一度处于唐统治之下，后来因部族强大或迁徙，逐渐脱离了唐中央政府的
控制，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权，但仍与唐保持藩属关系；第三类是由于地域遥远，一开始就只是
名义上归附于唐，实际上与唐一直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刘统，１９９８：２６、１０９－１１０）。

清代削藩始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这一年，平南王尚可喜向朝
廷提出撤藩，请求“归老辽东”。康熙随即批准。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
耿精忠迫于无奈，也上表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康熙也“允王所请”。吴
三桂大失所望，于１６７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举兵反清，耿精忠、尚可喜随之响
应。战争一直打到１６８１年１０月，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相继败亡，
“三藩”被铲除（李治亭，２００３：５５９－５７３）。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王朝的地方政治体制就可以发现，在王朝建
立之初，地方政治体制的差异较大，而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差异明显缩小。

２．西南地区的“土司制”与“改土归流”
治理体制演变的第二个维度是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

行政体制的演变。

对于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大致来说，秦汉之时，只能
“因俗而治”，在郡之下设“道”，实际上是承认当地部族首领的统治（龚
荫，２０１２：１１－１７、２１－２８）；唐宋之时，主要采取“羁縻”政策，听任各部
族首领自行统治，仅赐予名号，令其朝贡，以示天下归附而已（佘贻泽，

１９４４：３－１０；李世愉，１９９８：２－３；周振鹤，２００５：３６４－３８１）。１０在边疆和
西南地区建立地方行政制度，始于元的土司制度，至明代，土司制度已
大为拓展和完善。然而，清代自雍正四年开始，推行“改土归流”，土司
制度又被逐渐废除，被郡县制取而代之（佘贻泽，１９４４：１５８－１７８；李世
愉，１９９８：４１－１０２）。

相对于郡县制，“土司制”加大了地方分权，中央政府对各个土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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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较弱，一般也不干预土司内部事务。“改土归流”则是加强中央集
权，不但强化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也使中央权威直接深入地区内部。

以下我们主要讨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

忽略其他边疆地区，也忽略元代之前西南地区的治理方式。１１

（１）明代的土司制度
所谓“土司制度”，是指在西南地区和其他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授权当

地的部族首领统治民众，授予官职和头衔（习惯上称“土司”），并允许世袭。

同时，又把这些土司纳入地方官员的管理和考核之中，以加强对土司的控
制。所以，“土司制”有别于“羁縻制”，它不仅仅是赐封一个名号，羁縻其部
族首领而已，还要绳之以“流官之法”（佘贻泽，１９４４：４２）。１２

１１．本文讨论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

１２．当然，实行土司制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在军事上已稳定地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建立
起有效的军事控制，否则，只能满足于羁縻不绝而已。这一条件在元代就已具备。元代在西
南地区建立行省，加强军事控制，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及军民总管
府、土府、土州、土县等地方行政机构，任用当地部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并为此类“土官”的
任命、管理、考核、承袭等设立制度。至此，唐宋的“羁縻制”演变为元代的“土司制”（佘贻泽，

１９４４：８－９）。明王朝沿袭元代“土司制”，并专门设置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对土司的管理
着重于驾驭和控制。所以，至明代，土司制度已大为扩展和完善，成为西南地区主要的地方行
政制度（佘贻泽，１９４４）。

１３．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各土司机构主要官员的品级如下：１．武职土司：（１）宣慰使司：宣
慰使，从三品；同知，正四品；副使，从四品；（２）宣抚使司：宣抚使，从四品；同知，正五品；副使，
从五品；（３）安抚使司：安抚使，从五品；同知，正六品；副使，从六品；（４）招讨司：招讨使，从五
品；副招讨，正六品；（５）长官司：长官，正六品；副长官，从七品。２．文职土司：军民府（土府）、
土州、土县，设官及品级同内地府、州、县。

明代在西南地区设立的土司机构有两类。一类是宣慰使司、宣抚
使司、安抚使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其主官为武职，隶属兵部武选司，归
各省都指挥使领导；另一类是土府、土州、土县，其主官为文官，隶属吏
部验封司，归各省布政使领导（佘贻泽，１９４４：２０－２２）。据龚荫（２０１２：

１３４－１３７）统计，在明代，这两类土司机构共有１　１１１家，其中，武职土
司４５５家（不含土司卫所），文职土司６５６家。这些土司机构的世袭官
员依官职确定品级，自从七品至从三品不等。１３

明代对土司的控制有承袭、考核、安插流官等办法。承袭是指，当
土司亡故，由其子侄承袭职位时，必须报各省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审
查勘验，再报兵部与吏部批准。经批准后，应袭者须赴京授职，领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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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任命书）。１４对土司的考核分文职与武职两类。文职土司如土知
府、土知州、土知县等，由各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考核，三年一考，视
考绩决定奖惩；武职土司须定期向省都指挥使司汇报情况，受其监管，

并听其调遣指挥（佘贻泽，１９４４：２８－２９；龚荫，２０１２：１４６－１５０）。１５在土
司机构内安插流官一般是安插佐贰官，协助土司办理行政事务，也就近
监视土司行迹。如宣慰使司等“经历”一类官职一般都由流官担任，土
府、土州、土县的佐贰官大多也由流官充任（李世愉，１９９８：１６）。

１４．为了防止出现承袭争端，明廷规定，土司须预先把应袭子侄姓名上报各省都指挥使司、布
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再转报兵部和吏部备案。当土官亡故，于呈请袭职之际，各省派员查验应
袭之人的身份，及取得宗支图谱和邻舍保结（佘贻泽，１９４４：２２）。明廷并非无条件地准予承
袭，皇上经常在土司请袭文书上批示：“姑准任事”“准袭，不世袭”“不世袭，若不守法度时拿了
废了”，以此警告土司，使其诚惶诚恐，唯命是从（李世愉，１９９８：１５）。

１５．如对文职土司的考核分三种结果：平常者，复职；称职者，于官钱内量加赏赐复职；不称职
者，降一级于缺官衙门补用。无论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司，立有军功或有重大功绩者，有升级
等奖励；犯罪者受相应处罚。实际上，明廷对土司犯罪，除反叛等重罪外，一般都从轻发落，或
者允许以钱物赎罪，以示朝廷恩威（龚荫，２０１２：１４８－１５０）。

１６．明代就已针对叛乱的大土司实行“改土归流”。但是，明代“改土归流”不是一项持续推行
的政策，而是作为惩罚土司叛乱的一种手段，其实施范围有限（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１－３３）。而且，
明代已“改土归流”的部分地区，因受土民叛乱和财政约束，又“改流复土”，重设土司。雍正四
年（１７２６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日、四月九日、六月二十日，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鄂尔泰
连续上疏，奏请改流。雍正帝大力支持，并委其主持，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等省开展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７－４１）。

１７．据李世愉（１９９８：５９）统计，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２２０家（不包括土司下属的土目等小土
司），其中，贵州１５家，云南１７家，广西１０家，四川６９家，湖广１０９家。曾经雄踞一方的大土
司基本上被革除殆尽，如云南镇沅、丽江、乌蒙、东川和镇雄诸土府，广西泗城土府、（转下页）

因此，明代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并非拱手付诸世袭土司了事，而是纳
入地方行政系统，建立对土司的监督、考核和控制办法，此所谓“虽云土
司，仍治以流官之法也”（佘贻泽，１９４４：４２）。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
“土司制”符合周黎安（２０１４）提出的“行政发包制”的主要特征。

（２）清代“改土归流”

清初，因循明制，继续实行土司制度，同时，完善了关于土司的承
袭、考核、升降等办法（佘贻泽，１９４４：３８－４２）。清代土司制度的一大变
化是，自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开始，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１６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的世袭统治权，将其领地重新划
分，设置新的府、州、县，由中央政府任命流官管理。１７雍正之后，各朝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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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行“改土归流”。至乾隆末期，湖广已无土司，贵州剩百余家小土
司，且处于府、州、县管辖之下，云南、广西保留的土司主要位于边境，用
于应对外患（李世愉，１９９８：１０４－１０５）。至清末，全国仅存土司约４００
家（包括土弁、土屯），且都是小土司，曾经掌管一府一州的大土司不复
存在（龚荫，２０１２：１８８）。

３．省级政区从兴废不定到逐渐稳定
治理体制演变的第三个维度是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兴废与

稳定。
中国因幅员辽阔，历代王朝在设置地方政府上都遇到一个左右为

难的问题：在郡之上，是否设立更大的省级政区，或者，是否建立统一的
省级政府？为难的原因是，如果设立省级政区，就意味着加大地方分
权，省政府的权势可能过重，造成外重内轻，甚至有尾大不掉之虞；如果
不设立省级政区，因为郡级政府偏小，地方统治力量不足，遇到大规模
社会动乱或外患，就难以担当镇守一方之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自
秦至清，省级行政区或统一的省级政府时兴时废，难以稳定（周振鹤，

２００５）。然而，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汉人政权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
的王朝表现出明显差别（丁昆健，１９７７）。我们从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差
别入手。

（接上页）东兰和龙州土州，四川酉阳宣慰司和天全六番招讨司，湖广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宣
慰司和施南宣抚司等，均被革除。在被革除的土司领地上，重新设置行政区划，共开设１４个
新府（包括直隶州），４２个厅，１０个州和２７个县（李世愉，１９９８：６０、１０３－１０６）。

（１）秦至清省级政区的演变
表４列出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地方行政层级的演变。其中，汉

人建立的王朝有八个，分别为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明；游
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有两个：元和清。我们不难发现，汉人建立的王朝有
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在王朝初期和稳定期，均避免设立省级政区，或者，
避免设立统一的省级政府，但是，到了王朝末年，因地方叛乱加剧，往往
被迫设立省级政区，或建立统一的省级政府，如东汉末年的州，唐后期
的方镇，明末的总督巡抚辖区，均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只考察汉人
王朝，就可以观察到三个周期性的循环波动。第一个周期是秦至东汉
末年，地方行政层级从郡县二级制演变成州郡县三级制；第二个周期是
隋至唐后期，重复了第一个周期过程，重新从郡县二级制演变成方镇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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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三级制；第三个周期是北宋至明末，从不设立统一的省级政府到形成
统一的省级政府（总督巡抚辖区）。然而，我们考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建立的王朝，即元和清，则不存在这种周期性循环。他们在统治中国伊
始，就采用大行政区的行省制，建立统一的省级政府，直至王朝崩溃，均
无大的改变。

表４：清地方行政层级的演变

朝代 省级政区 郡级政区 县级政区

秦 — 郡 县、道
西汉、东汉前期 — 郡、王国 县、道、侯国
东汉末年 州 郡、王国 县、道、侯国
西晋 州 郡、王国 县、侯国
隋、唐前期 — 州（郡） 县

唐后期 方镇（道） 府、州 县

北宋 路（按路分设四个平行的省级政府） 府、州、军、监 县、军、监
元 行省 府、州 县

明 省（按省分设三个平行的省级政府） 府、州 县

明末 总督、巡抚辖区 府、州 县

清 省 府、厅 县、州、厅

　资料来源：《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周振鹤，２００５：８１）。

　　（２）汉人政权与省级政区的周期循环
汉人政权在设立省级政区上表现出的周期循环又分两种类型。第

一种类型是，在北宋之前，中央政府的初衷是在郡之上只设监察区，避
免设立省级政区。但是，一旦国家出现内乱或外患，功能单一的监察区
就会逐渐演变成集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于一体的省级政区。此时，地方
割据局面逐渐形成，郡县制开始瓦解，王朝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１８．西汉末年，有１０３个郡级政区（１９个王国和８４个郡），统辖１　５８７个县（周振鹤，２００５：４７）。

１９．京师周围诸郡归司隶校尉部所辖，其他郡国分属１３个刺史部。

秦统治中国采用的是郡县二级制。西汉继承秦制，继续采用郡县
二级制，有１００多个郡级政区，统辖１　５００多个县。１８为了便于监督数
量庞大的郡县，汉武帝分全国为１４部，作为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
其职责是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１９此种办法避免了在郡之上设立省级
政区，但不能解决一个问题：遇到内乱或外患之时，郡的力量偏小，而监
察区又不能发挥统筹地方财力、人力和兵力的作用。西汉末年，民间叛
乱蔓延全国，导致王朝倾覆，就与地方统治力量偏弱有关。东汉继续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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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汉的办法，在郡之上只设监察区，改名为州。然而，东汉末年，规模
巨大的黄巾军起义席卷华北，已非郡太守所能抵挡，朝廷不得已派出重
臣出任各州州牧，授予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与农民军对抗。这样一来，

原本作为监察区的州就转变成郡之上的一级政区。黄巾军起义被扑灭
了，但各地的州牧也成了事实上的诸侯，东汉王朝遂亡于诸侯割据。

２０．据说，唐太宗把３００多位州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屏风上，以方便检查他们的政绩（周振
鹤，２００５：６６）。

２１．北宋统县政区有州、府、军、监四种，以州为主，府为特殊地位的州，军为下州，监原为矿
区，后统县为下州。徽宗政和元年（１１１１年），有州２４３个，府１９个，军５０个，监３个。宣和四
年（１１２２年），有州２４３个，府３８个，军５２个，监４个，县１　２１０个（周振鹤，２００５：１１３－１１４）。

隋唐重新出现与两汉相似的局面。隋和唐前期重建了郡县二级
制。贞观十三年（公元６３９年），唐有３５８个州，统辖１　５５１个县（周振
鹤，２００５：６５－６６）。对中央政府来说，直接管理３００多个州是非常困难
的事情。２０为此，唐仿效西汉的刺史制度，分全国为十道（玄宗时期改为
十五道），每道由中央政府派出巡察使（后改名按察使、采访使）监察州
县官员的行政。然而，安禄山叛乱打破了这种行政体制。为了组织平
叛，朝廷在内地遍设方镇。两年间，全国共设置了４０余个方镇，任命了
一大批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安禄山叛乱被平定后，

方镇与道已经合二为一，成为州之上的一级政区，逐渐控制了地方政
权，故有“藩镇”之称。此时，唐王朝日渐式微，无力削藩，最终亡于藩镇
割据和内战（崔瑞德，１９９０：７０４－７０８；周振鹤，２００５：６７－７０）。

第二种类型是自北宋开始，设立省级政区，但避免设立统一的省级
政府。北宋征服南方各地方政权之后，有３００余州，统辖１　２００余
县。２１北宋接受前朝的教训，既在州之上设立路级政区，又把路级政府
一分为四，建立平行但相互牵制的四个路级政府，分别为转运使司（主
管财政）、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安抚使司（主要设在边疆，主管军务）

和提举常平司（主管农田水利和赈灾），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四
个路级政府均有监督州县官之责，但彼此独立，且管辖区域不尽相同。

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其治所（行政中心）也可能不在同一地（周振鹤，

２００５：７１）。这种办法是把中央垂直管理延伸到地方高层政区，路一级
的行政支离破碎，离开中央政府就无法协调和整合。然而，这种办法也
不成功，仍然没有解决地方统治力量不足的问题：遇到内乱或外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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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散的、彼此牵制的四个路级政府发挥不了统筹地方财力、人力和
兵力的作用。所以，终宋一代，其对外御敌和对内安民的能力都很弱，
内忧外患不止，“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宋史·文天
祥传》）。

２２．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年），朱元璋废元的行省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共设南北二京及十三布政
使司；其他两司与布政使司的辖区基本一致，但也不尽然，在行政区划上有相互交错之处
（周振鹤，２００５：１２８、１８７）。

２３．巡抚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不过，关于明代巡抚的设立
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永乐十五年（１４２１年），永乐帝派遣大臣巡行天下，是巡抚设立之
始；一是认为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洪熙帝死后不久，宣德帝派遣胡榘、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
郡，为巡抚之始；一是认为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宣帝派遣赵新、于谦等六人巡抚地方，为巡抚
之始（张哲郎，１９９５）。
明代总督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应对边患和地方叛乱。如嘉靖二十七年，因苗患，设四川、湖

广、贵州、云南等处总督，四十二年罢；嘉靖二十九年，因边患加剧，置蓟辽总督，辖顺天、保定、
辽东三巡抚；天启元年，因土司奢崇昭反，设川、湘、云、贵、广西五省总督（傅宗懋，１９６３：５）。

２４．明代巡抚的设置、裁撤与复置，大致分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设立山西、
应天、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等七巡抚。这一时期巡抚之设置，非为军事上之需要，主要是
督理税粮、整理农事、救济灾荒、安抚百姓。第二时期是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至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
年）。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和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为了加强边疆防御及粮饷供应，在北方边地设
置辽东、宣府、大同、陕西、宁夏、甘肃等六巡抚。然而，在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年），又裁去山东、浙
江、江西、湖广巡抚，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再裁撤山西、河南巡抚。第三时期是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至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和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年），北方有土木堡之
变，蒙古也先入寇，南方有叶宗留、邓茂七、黄萧养之乱，明廷在北方设顺天巡抚，在南方设广东、
广西、贵州巡抚。及至事态平息，天顺元年（１４５０年），朝廷下令裁撤天下所有巡抚。然而，一年
后，朝廷又相继恢复各地巡抚。第四时期是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至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宦官刘瑾
专权，裁去顺天、保定、山西、应天、山东、河南、江西、郧阳、云南、贵州等十巡抚。正德五年
（１５１０年），刘瑾伏诛，被裁撤的巡抚又相继恢复。第五个时期是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为抵御
满人进犯和镇压各地流寇，设置登莱、屯田、山永、密云、安卢、昌平、承德等七巡抚；废置已久的
巡抚，如天津、通州、偏沅巡抚，也在此时期复设（张哲郎，１９９５：６－１７、１６６－１７６）。（转下页）

明王朝改进了宋代的办法，在府县之上设统一的省级政区，但是，
各省分设三个省级政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使司———分
掌民政、财政、军事和司法监察。三司在地方上三权分立，互不统属，都
直属于中央政府。２２这种体制同样不利于应对地方事变。所以，自洪熙
宣德年间（１４２５—１４３５）开始，或因边患加剧，或因地方叛乱，朝廷陆续
派出中央大员赴各地，以总督或巡抚之名，集所督所抚地区的军务、吏
察、民政于一身，以应对边疆或地方事变。２３不过，在明代前期和中期，
总督巡抚之制并未稳定，通常因地方有事而设，事平则可能被裁撤。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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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明代后期，督抚之制逐渐稳定下来，总督和巡抚逐渐成为地方
最高军政长官（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兼理军务；总督以军务为主，兼
理民事，并节制巡抚），总督巡抚辖区也逐渐成为实际的地方高层政区
（谭其骧，１９８７；靳润成，１９９６：３－１１）。２５

（接上页）明代总督的设置更是置废无常，视当时各地局势而定。如云南总督始置于正统六
年，为镇压云南麓川土司起事而设，约辖云南之地；正统七年五月罢，八月复置，九年复罢，十
三年复置，十四年又罢。贵州总督，为镇压贵州苗民叛乱而设，始置于正统十四年，辖贵州布
政使司及湖广布政使司辰州府与贵州接壤之地，景泰四年罢。河南湖广总督，为镇压明末农
民叛乱而设，始置于崇祯十六年，辖河南、湖广之地，崇祯十七年罢（靳润成，１９９６：１３０－１４６）。

２５．明代先后设置了３６个巡抚，分别为：顺天、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延绥、宁
夏、甘肃、凤阳、应天、山东、河南、浙江、江西、南赣、福建、湖广、郧阳、四川、松潘、云南、贵州、
广西、广东、登莱、偏沅、山永、天津、密云、安卢、昌平、通州、承德和屯田（张哲郎，１９９５：３１８）。

２６．北魏末在全国设置的行台省有：关西行台、并州北道行台、晋州行台、冀相定等州河北行
台、荆州行台、豫州行台、徐州行台（严耕望，２００７：８０６－８１０）。

２７．北齐在全国设立的行台有：河南道大行台、并州大行台、朔州行台、晋州行台、建州行台、幽
州东北道行台、河阳行台、豫州行台、徐州东南道行台和扬州行台（严耕望，２００７：８１０－８１５）。

２８．辽代设置的五京宰相府分别为上京宰相府、东京宰相府、西京宰相府、中京宰相府和南京
宰相府（丁昆健，１９７７：１８－２１）。

总之，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在开国之初和稳定时期，汉人建立
的王朝均避免设立省级政区，或避免设立统一的省级政府。但是，形势
比人强，到了王朝末年，内乱和外患加剧，却又不得不设立统一的省级
政区和省级政府。

（３）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与行省制
在统治地方的策略上，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迥异于汉人王朝，

他们一开始就采用大行政区的行省制（丁昆健，１９７７：１－３、２４９）。

元之前，北方游牧民族曾数次大规模进入中原，虽未统治整个中
国，但也建立了多个中原王朝，行省制度即起源于这些游牧民族统治中
原所采用的模式。北魏立足中原，仿汉人郡县制，在征服地区设立行台
省，统辖州、县，以统治汉人（严耕望，２００７：７９９、８０６－８１０）。２６北齐继承
了北魏的行台制，在全国遍设行台省，行台省成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严耕望，２００７：８１０－８１５）。２７唐亡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大举进入中
原，建立政权，其统治方式也采用类似的行省制。辽代地方高层政区是
五京道，设置五京宰相府管理道内一切行政事务（丁昆健，１９７７：１８－
２１）。２８金征服辽，在汉人地区设置行台尚书省，简称“行省”，先后设置
十三行省，分别为河南行省、宣德行省、抚州行省、西京行省、大名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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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行省、河北山东行省、陕西行省、河东行省、徐州行省、京东行省、卫
州行省和南京路行省（丁昆健，１９７７：３２－４２）。

元征服金和南宋之后，仿照金的行台尚书省制，将中国分成十一大
行政区，其中，大都周围的“腹里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其余十大行政区
分别设置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统辖省内财政、行政、军事等事
务。２９《元史·百官志》谓：“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
都省为表里”，“（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李治安，２０１１：９２４、９３０－９３１）。所以，元代行省犹若控制和统治中国
的十大军区，又兼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李治安，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９．元朝设置的十个行中书省是河南行省、陕西行省、辽阳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
省、岭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李治安，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元代行省掌本省兵马。元代军制分中央军与地方军：镇戍中原和漠北的蒙古军和探马赤
军，直属于朝廷枢密院；镇戍淮河以南的汉军诸万户及新附军，由行省管辖。另外，行省兵权
还包括征兵、养兵与练兵之权。各省驻军之粮食供应，军人之生活照顾，军事训练之督查，军
纪之维持和执行，军人之考绩与功赏，均属行省的职权范围。但是，行省的人事权较弱，地方
官的任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最后由皇帝定夺。到元末，元廷向行省下放便宜行事之
权，行省长官才获得任命本省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还获得指挥军队的权力（丁昆健，１９７７：

１７９－１８０、２３９－２４０；李治安，２０１１：６６６、９３０－９３２）。

３１．清代原则上一省设一巡抚，但也有例外。如甘肃不设巡抚，由陕甘总督兼管；直隶、四川只
设总督，不另设巡抚。所以，清代定制是设１５巡抚，其他３省由总督兼管。清代一般是每二三
省设一总督，共设８总督，分别为直隶、两江、闽浙、陕甘、湖广、两广、四川和云贵诸总督。但是，

８总督并未覆盖１８省，山西、山东、河南三省只设巡抚，不受总督节制。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和十
一年（１８８５年），增设新疆台湾两巡抚，分别隶属于陕甘总督和闽浙总督。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同时设置东三省总督（周振鹤，２００５：１９２－１９３）。

３２．总督和巡抚在其辖区内均有一定的军权。清代兵制是以旗兵屯驻京师，以绿营兵隶督抚
提镇，分驻各省。总督于辖下各省绿营有统帅权，总督所辖之绿营为督标。巡抚也管辖本省
一部分绿营，称抚标，兵丁多者二千余名，少者一千余名，用于维持治安和搜捕匪寇（傅宗懋，

１９６３：９６－９９）。

清王朝统治中国伊始，即把明代后期的总督巡抚制和省级政区结
合起来，形成与元相似的行省制。康熙初年，把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改为１８省，巡抚辖区调整到与省完全一致，原则上一省设一巡抚，督抚
正式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３１总督职权包括地方所有事务，并节制巡
抚，所谓“总督统辖一方文民军民，为一方保障”，“总督掌厘治军民，综
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是一省行政首脑，掌考察布按诸
道，及府州县官吏的称职与不称职者，用兵则督理税粮，故“一省之事，

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等，皆统摄于巡抚”（傅宗懋，１９６３：９６－９９）。３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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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各省，督抚堪称各省之“副王”，清廷担心地方
割据之再现，有削弱督抚财权与兵权之举（胡春惠，２００１：１－２１）。但
是，督抚制度仍然保持下来了，清廷通过控制军权和人事权尚能指挥和
调度各省督抚。３３所以，终清一代，一直依靠行省制和督抚制统治整个
中国。３４

３３．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清廷把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调入北京，任军机大臣，即证明这一点
（傅宗懋，１９６３：２０３－２０５）。

３４．清王朝并未亡于地方割据，而是亡于宪政改革失败和汉人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辛亥革命
爆发后，一个半月内，有十五个省宣告脱离清廷统治。不过，这一次各省宣告独立和自治不同
于历史上军阀割据，它不是由各省督抚主导的，而主要是由各省士绅组成的咨议局发起和推
动的。在宣告独立的十五省中，有十省是直接由咨议局发起独立，其他省则是在咨议局参与
和推动之下，发起独立（侯宜杰，２０１１）。

四、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帝国的治理逻辑”与“行政发包制

　 模型”的解释

　　在讨论“风险论”的解释之前，我们先考察“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
政发包制模型”的解释能力。我们指出，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前
述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重大演变，对这些演变只能给出部分解释。
我们分别从两个层面———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在适用范围内的解释

能力，对“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进行考察。从理论的
适用范围来说，这两种理论都把某些类型的集权与分权的演变排除在
解释范围之外。首先，“帝国的治理逻辑”与“行政发包制模型”有一个
共同的假设前提，即，假设中央政府有能力实行政治集权，故在推行郡
县制上就不受政治约束的限制。所以，这两个理论都把分封与削藩排
除在解释范围之外。其次，由于“帝国的治理逻辑”是在郡县制的框架
内，解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动态变化，因此，“土司制”和“改土归
流”不在其解释范围之内，只有省级政区的兴废才属于其解释范围。第
三，“行政发包制模型”主要讨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机制，
此种讨论无需局限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只需假设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有
能力控制地方政府即可。因此，“行政发包制模型”应该把“土司制”和
“改土归流”纳入其解释范围，因为“土司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政发
包制”，“改土归流”则是用另一种“行政发包制”取而代之。基于同样的
原因，省级政区的兴废和稳定也应归入“行政发包制模型”的解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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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发包制模型”来看，设不设省级政区，或者建不建统一的省级政
府，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行政发包对象的选择：是按大行政区发包，还是
按较小的行政区发包。
然而，在上述解释范围之内，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对前述集权与分权

的演变作出完全解释，只能进行部分解释。我们先从对“土司制”和“改
土归流”的解释开始。

“土司制”属于“行政发包制模型”的解释范围，而且，“行政发包制
模型”也可以解释元明两代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的原因。这是因
为，中央政府若要直接统治西南少数民族的部落民众，其行政成本非常
高，而“土司制”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同时又能基
本控制土司的代理风险。但是，“改土归流”是“行政发包制模型”难以
解释的现象。相对于“土司制”，“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集权，降低了中
央政府的代理风险，却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因此，
对中央政府而言，“改土归流”包含着目标上的冲突：它虽然降低了中央
政府的代理风险，却增加了行政成本。面对这种目标冲突，中央政府如
何做决策，这是“行政发包制模型”所不能明确推断的。所以，“行政发
包制模型”不能解释清代为什么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
再从省级政区的兴废来说，它属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

制模型”的解释范围。在这一个维度上，汉人政权所表现出的周期性循
环体现了周雪光（２０１４）揭示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
盾”。但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为什么一开始就采用行省制，这
是“帝国的治理逻辑”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此外，清以后建立的汉人政
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
和统一的省级政府，其原因也难以用“帝国的治理逻辑”来解释。
此外，我们再从“行政发包制模型”的观点来看，汉人政权在建立初

期和稳定期，郡县之上只设立监察区，避免设立省级政区，符合模型的
推断，因为这种策略既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监督成本，又降低了中央
政府的代理风险。然而，到王朝末年，社会动乱加剧，中央政府不得不
设立省级政区（或建立统一的省级政府），这是“行政发包制模型”不能
解释的，因为设立省级政区增加了中央政府的代理风险，却又未必能降
低其行政监督成本。
我们把上述讨论总结如下：第一，“帝国的治理逻辑”不讨论分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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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也不讨论“土司制”与“改土归流”，它可以解释历史上汉人政权在
设置省级政区上的周期循环现象，但不能解释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
朝为什么不存在此种周期循环，也不能解释清代以后建立的汉人政权
为什么打破了此种周期循环；第二，“行政发包制模型”也不讨论分封与
削藩，它可以解释元明两代为什么推行“土司制”，也可以解释汉人政权
为什么避免设立省级政区，但不能解释清代为什么推行“改土归流”，也
不能解释历史上汉人政权为什么在设置省级政区上表现出周期性

循环。

五、集权与分权的演变：“风险论”的解释

“风险论”与上述两种理论的一大区别是，它的解释范围更宽。“风
险论”的解释对象是集权国家的治理体制及演变，因此，它可以把中国
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都纳入其解释范围。另一个区别是在解释逻
辑上。“风险论”的解释逻辑是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归结为下述两种原
因：一种原因是约束条件的变化，即中央政府在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
上，受制于某些约束，当这些约束减弱之后，中央政府将着手调整集权
与分权关系，以降低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这就带来集权与分权的演
变；另一种原因是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相对变化，这种相对变化将促
使中央政府调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控制相对较高的社会风险或代
理风险。当社会风险上升，成为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主要威胁时，就将
迫使中央政府加大地方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反之，如果代理风险变
得更严重，将促使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以控制代理风险。我们将证
明，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重大演变。

３５．参见：（宋）李纲，《论封建郡县》，载《梁溪集》卷１４７。

（一）分封与削藩：政治约束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分封制与郡县制各有利弊，所谓

“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新唐书·宗室
列传赞》）。也就是说，分封制有利于控制民众反叛，却留下地方割据的
隐患；郡县制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却可能无力镇压地方叛乱。故“封
建宜于草昧艰难之时，而郡县宜于承平无事之日”。３５也就是说，统治者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权衡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相对高低，适时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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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或郡县制，或者，适时地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进行转换。这种观点
即是从降低统治风险的角度评价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不过，这种
观点认为统治者有能力自由地选择治理体制，忽略了他们所面临的约
束条件。事实上，统治者往往没有这种自由选择能力。“风险论”则认
为，导致统治者在王朝建立初期采用某种程度的分封制一定是受制于
某种约束，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约束。这意味着，当政治约束减弱之
后，统治者必定谋求削藩，以消除分封对皇权的威胁。
王朝初立之时，往往需要依靠军事和政治上的同盟者，对付共同的

敌人。此时，如何安抚和控制这些同盟者，就成为统治者及中央政府面
临的一大政治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全面推行郡县制，就
会遇到这些同盟者的强烈抵制。例如，在军事同盟者实际控制的地区，
中央政府如果强制推行郡县制，就会激起他们举兵反叛，西汉初年就面
临这种局面。即使军事同盟者尚未控制特定地区，如果他们拥有足以影
响政权的强大势力，也可能会迫使统治者用分封的办法满足他们对权力
和利益的要求，否则，他们就可能会另立新君，这是西晋和元所面临的政
治局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一个王朝在开国时有能力控制所有的军
事和政治集团，但如果面临强大的外敌威胁，需要在边疆设置军事重镇
抵御外敌时，为了防范边疆将领反叛，也可能需要在边疆要地分封皇家
子弟，以牵制和监督手握重兵的边疆将领，这是明代面临的局面。
然而，无论当初出于何种目的实行分封制，一旦政治约束减弱，中

央政府必定谋求削藩。西汉、明、清三代均为强大王朝，当其政权稳定
下来之后，政治约束也就显著减弱了，所以能成功削藩。西晋和元未能
削藩，其原因都是政治约束一直较强。西晋皇室较弱，在政治上和军事
上依赖宗室诸王的支持，所以无力削藩。元的统治集团主要是草原贵
族，他们许多人在草原上拥有封地或封国，这是元的统治者无法完全控
制的力量，所以，元削藩也不成功。

（二）“土司制”与“改土归流”：统治风险与财政约束的变化
对中央政府而言，“土司制”有一大弊端，那就是驾驭和控制土司的

难度较大。土司原则上是世袭的，而且在其领地内拥有财政权、司法权
和人事权，大土司还拥有自己的军事武装（所谓“土兵”），所以，土司有
可能叛乱，危害地区稳定（龚荫，２０１２：１５３－１５６）。既然如此，为什么明
王朝愿意承受这种较高的代理风险，继续采用土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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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代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
从军事上说，明代中央政府已有能力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即明

代采用“土司制”不是受制于政治约束。３６明代实行“土司制”，主要有两
个原因：第一是较高的社会风险，所谓“蛮夷之性”；第二是财政约束。
所谓“蛮夷之性”，是明代官员对西南少数民族特性的概括，指这些

部族民众尚未被汉化，其礼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均与汉地殊
异，加上聚族而居，恃险为患，因此，难以驯服。嘉靖时总督两广的王守
仁（王阳明）说得最明白：“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
郡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驯扰贴服，终必
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故必放置闲旷之区，以顺适其犷野之
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犷野之性也”（佘贻泽，１９４４：３３）。
王守仁的话清楚地表明，治理“蛮夷之性”的民众，若用郡县制，则蕴含
着很高的社会风险，“土司制”有助于降低此种社会风险，所以，宜用“土
司制”。３７

３６．如清人师范在总结明初的情况时说：“（在西南地区）以付（友德）、沐（英）之威，非不能尽
蛮荒而郡县之”（转引自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５）。

３７．王守仁的观点代表了明代君臣一种普遍认识。如“洪武二年，行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
溪峒，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濩首来款
附。宜如宋元制，禄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减。帝从之”（《明史·列传》卷三百十
七）。又如，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年），南丹土官莫祯奏：“宜山等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
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宇附之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控制其出没。每调兵
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泄露军情，致贼潜遁。授彼土官，彼能置首目使其风化。
帝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明史·列传》卷三百十七）。

蛮夷之性也制约着明代推行“改土归流”。如广西上恩州，“洪武
初，土官黄中荣内附，授知州。子孙叛服不常。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属
南宁府。……嘉靖元年，都御史张岩言：上恩州本土官，后改流，致土人
称乱，宜仍其旧，选择土吏之良者任之。议以为然，仍以土官袭”（《明史
·土司列传》）（佘贻泽，１９４４：１５９－１６０）。广西南丹土州设置不久，土
知州莫金反叛被诛，明廷废土州置卫，后因其地多瘴，继而苗蛮作乱，复
置土州，以金子莫禄任之（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４）。
如果仅仅是“蛮夷之性”，而没有财政约束，中央政府也不必非用

“土司制”不可，郡县制照样可以治理蛮夷之地。但是，在蛮夷之地按郡
县制来治理，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还需要派驻相当数量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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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防止地方叛乱。然而，若要做到这些，就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征税
能力和调拨财政收入的能力。如明人王廷相所言，“设流官必建城池，
有城池必须军守，有军守必须粮食，此事势必然而不可易者也”
（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６）。如果中央政府缺乏此种财政能力，也就难以按郡
县制实行统治。３８“土司制”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降低了地方
行政成本。土司作为部族首领，世居其地，世长其民，其征税成本和统
治成本均较低，无需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甚至每年还向中央政府缴
纳一定的贡赋（龚荫，２０１２：１５０－１５３）。故谓土司“完粮赋而不食俸禄，
听征调而不用军饷”（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５）。所以，明代采用“土司制”的另
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受制于财政约束，而“土司制”降低了行政成本，
使中央政府绕开了财政约束。３９

３８．三国时期，诸葛亮征南蛮孟获，不建郡县而采用羁縻之制，即指出了这个道理：（征服后）
“若留外人（意指派流官治理），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
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孽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
三不易也。今欲使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佘贻泽，１９４４：６）。

３９．财政约束也限制了明代“改土归流”。如广西思恩土司叛乱，乱平后仍设土司，其原因之
一即是简省兵费。对此，王守仁的议论最有代表性：“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酋岁出兵三千，听
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戌。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设流官以来，十八
九年之间反复五六起，前后征剿，曾无休息。不知调集军兵若干，费用粮饷若干，杀伤良民若
干。朝廷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为之忧劳征发，浚良民之膏血”（龚荫，２０１２：１６０）。

４０．仅《明史·土司传》记载的土司反叛就有七八十次之多，土司间争土仇杀有五六十起，土
司族内争袭夺印之乱有三十余起（李世愉，１９９８：２３）。

总之，明王朝统治西南地区土著部族，既面临较高的社会风险，同
时又受制于财政约束，这就限制了采用郡县制，只能退而求其次，沿用
“土司制”。因此，佘贻泽（１９４４：１４）认为，土司制度是在中央政权与边
疆部族组织之间，既形成政治统一，又缓和冲突，所形成的一种地方行
政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在明代得以稳定和扩张，主要是出于以下原
因：（１）（中央政府）以蛮治蛮之策；（２）如以流官统治，则言语不通，又兼
交通艰难，常引起误会纠纷，加之地无所出，郡县之无益，不若仍由其土
司统治；（３）土族首领自知力不足以敌中国，为保存实力起见，也愿上贡
称臣（佘贻泽，１９４４：１４）。
当然，“土司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代理风险。所以，有明一代，朝

廷在西南用兵不少于东北（佘贻泽，１９４４：３２－３５）。４０为防土司反叛，明
代主要采取三项策略：一是众建诸蛮，把大土司分成若干小土司，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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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势；二是在土司机构安插流官吏目，起监视作用；三是撤销桀骜不驯
的土司，改设郡县，以惩一儆百（佘贻泽，１９４４：３２－３８；李世愉，１９９８：３１）。

２．清代“改土归流”的原因
雍正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其背景是清王朝正进入鼎盛时期，

国库充裕，政治稳定，军事力量强大。然而，雍正以后各朝，“改土归流”

被奉为长期政策，则是中央政府在治理西南地区上社会风险下降的结
果，也是财政约束大为缓解的结果。

４１．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户部知印张永清奏：“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予以世
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
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
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太祖
实录》卷二三九）。此诏谕下达之后，各地纷纷奏请开办土司儒学。明廷规定，土司子弟若要
承袭职位，须先入儒学，才能获得承袭资格；此外，朝廷还在土司地区开科取士。这两项政策
也推动了土司儒学的发展（佘贻泽等，１９６８：１７３－１７４；李世愉，１９９８：１９）。

导致社会风险下降的原因有多种，包括明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经济
开发、苗汉通婚、汉文化传播等使得西南社会逐渐汉化（李世愉，１９９８：

４２－４８）。其中，影响深远的是兴儒学，建学校，苗族部落逐渐通汉语，
接受汉文化。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令西南各地开办土司儒学，此后，

土司儒学在各土司领地逐渐普及。４１其中，湖广设立土司儒学２所，四
川设立土司儒学２１所，云南设立土司儒学１０６所，贵州设立土司儒学

４８所，广西设立土司儒学１１所（佘贻泽等，１９６８：１７９－２０４）。

社会风险下降的一项证据是，一部分土司顺应土民要求，向清廷自
请“改土归流”（如湖广的永顺、黄榔、忠岗、松坪等土司），及一部分土民
向省和中央政府陈情，要求“改土归流”（如石耶、色梅、地坝、平茶等土
司）（佘贻泽，１９４４：１６７）。社会风险下降之后，“土司制”给中央政府带
来的代理风险也就相对上升了。代理风险在明代就一直比较高，这是
土司制度所蕴含的结果。但是，在明代，由于西南地区尚处于开发初
期，部落民众的“蛮夷之性”尚未脱去，所以，社会风险也很高，使得中央
政府在权衡两种风险时，左右为难，难以决断。到了清代，由于社会风
险的下降，中央政府就转向考虑如何降低相对较高的代理风险了，“改
土归流”即反映了这两种统治风险的相对变化。

如果仅仅是社会风险下降，财政约束没有减弱，清王朝也难以大规
模推行“改土归流”，只能像明王朝那样，把“改土归流”作为惩罚不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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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一种手段。所以，财政约束减弱是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的必要
条件。

财政约束减弱是西南地区逐渐开发的结果，使得中央政府按郡县
制设立地方政府，所费不多，甚至还有盈余（李世愉，１９９８：５１－５２）。其
中，一项开发措施是屯田。明初在西南遍设卫所，控制土司，令卫所军
士开荒屯田以助守备，至明末，已大有成效（佘贻泽等，１９６８：４８－４９）。

军士屯田，把汉地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西南苗地，也把汉人带到西南地
区定居，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屯田之外，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开发
措施是修筑道路与建造驿站。４２当时，修筑道路和建驿站主要用于军事
目的，但从长远来说，却为贸易和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西南地
区在经济上逐渐与内地联为一体。

财政约束减弱的另一个原因与社会风险下降有关。社会风险下
降，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容易向民众征税，更容易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中
央政府无需派遣数量庞大的军队驻扎在当地，也无需为地方政府建筑
坚固的城墙，这就减弱了中央政府推行郡县制所受到的财政约束。

上述原因已由历史学家指出。李世愉（１９９８：４２－４８）把清代推行
“改土归流”的原因归结为四条：

４２．洪武十五年二月，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霑益诸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
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太祖实
录》卷一四二）。又如正德元年五月，巡抚四川副右都御史刘洪奏松潘叠溪制夷八事，其中“平
险阻”条云：“松潘至茂州三百里，山嘴险恶，一蛮掷石，百人不能过也。且其路随河曲折，蛮下
山抢掠为易，前副总兵姚或尝削其坡陀为陡坎以制之，而今渐平夷矣。又小东路一带，偏桥陡
峻，人马时坠而没焉，宜凿其未通山嘴，或如法削其坡开路，令广，立桥令，险阻既去，夷无所恃
矣”（《武宗实录》卷十三）。

４３．如雍正十五年，湖广忠峒等１５个土司联名自请改流，就是因为“土众一旦情极蠢动，土弁
自知性命难保，所以激切呈请改流”（李世愉，１９９８：４４）。

第一，随着西南地区道路开通、经济开发和儒学兴起，使得土民在
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逐渐被汉化。此时，“改土归流”已能为土民所
接受。第二，由于土司在其领地上专横残暴，视土民为家奴，导致土民
与土司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有土民杀死土司之事，或土民逃亡内地，要
求“改土归流”。也有土司畏惧土民反抗，为了自保，自请“改土归
流”。４３第三，中央政权与土司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土司在其领地内拥
兵自重，桀骜不驯，时常抗拒朝命，甚至举兵反叛，对中央政府的统治构
成严重威胁。第四，由于西南地区经济逐渐被开发，在财政上，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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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行“改土归流”所费不多，甚至还有盈余。４４

李世愉（１９９８）所述第一条和第二条，说的是社会风险大为下降，第
三条说的是“土司制”所带来的代理风险已相对上升，第四条说的是中
央政府在推行郡县制上，财政约束已明显减弱。

４４．雍正四年，鄂尔泰向雍正禀奏称，改土归流于边地粮饷亦不无小补。雍正帝大加赞赏，批
复说：“岂云小补！”王履阶更明确谈到，苗疆“林木不可胜用，苗铁故推重一时，铜银备国用，药
饵资养生，……征其物产，亦少助府藏于微茫”（李世愉，１９９８：５１－５２）。

（三）省级政区的兴废与稳定———军事技术约束的变化
“风险论”认为，在冷兵器时代，中央政府在设置省级政区和建立省

级政府上，受制于军事技术约束。军事技术约束使得中央政府相对于
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相对于民间社会，在军事上并不必然占据绝对
优势，而要依赖各自所控制的人口和财力之多寡。因此，中央政府在社
会稳定时期，因社会风险较低，将避免设立省级政区或建立统一的省级
政府，防止地方割据。然而，到了王朝后期，民间叛乱加剧，郡级政府无
力应对，又将迫使中央政府建立省级政府用于平乱，由此导致省级政区
的兴起。省级政区兴起之后，控制了地方财权和兵权，统一王朝将逐渐
走向衰落和瓦解。新的王朝兴起之后，为了消除省级领导人的割据和
反叛风险，将谋求废除省级政区，或分化省级政府，这就带来新一轮的
省级政区的周期循环。所以，自秦至明，汉人政权在省级政区（或统一
的省级政府）的设置上存在三个循环周期（参见表４）。
因此，“风险论”的推断是，如果因为统治集团的外族身份，或因为

军事技术进步，打破了中央政府所受到的军事技术约束，那么，将带来
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稳定。这一推断可以得到两个事实的支持：一
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均采用大行政区的行省制，二是清之后建立的汉
人政权，在省级政区的设置上已走出了兴废不定的周期循环。

１．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什么采用行省制？
在冷兵器时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之所以受制于军事技术约

束，依赖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地方政府可以离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有能力在本地区直接动员人力与物力，对抗中央政府。这一假设前提
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能够与地方社会的精英合作，能够得到地方
民众的支持。可是，对于一种情况，即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
这一假设前提难以成立。这是因为，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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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上可以采用一项人事策略：任用游牧民族的贵族和功臣担任
地方长官。这些地方长官以外族身份统治汉人，很难得到汉人民众的
支持和认同，反而要时时防范汉人的民族起义。因此，地方长官与中央
政府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他们需要共同面对被统治的汉人。地方长
官一旦失去中央政府支持，就将陷入汉人的包围，随时有可能被推翻。
这种建立在外族身份和统治地位上的利害关系，使得地方长官更加依
赖中央政府，故中央政府在控制地方政府上，较少受制于军事技术约
束，可以放手采用行省制度，以便更有效地统治汉人和镇压汉人反抗。
我们可以用元代和清代行省长官的种族身份数据，证明上述观点。
元代行省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和平章政事。自中统元年至元亡

（１２６０－１３６８），元代共任命了６９人担任右丞相或左丞相，３１８人担任
平章政事，其种族身份及所占比例详见表５和表６。

表５：元代行省右丞相、左丞相的种族身份及所占比例

蒙古人、色目人
蒙古人 色目人 蒙古色目未详分 合计

汉人（包括汉
人与南人） 总计

人数（人） ２４　 １４　 ２８　 ６６　 ３　 ６９
百分比（％） ３４．８　 ２０．３　 ４０．６　 ９５．７　 ４．３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引自丁昆健（１９７７：１５１）。

表６：元代行省平章政事的种族身份及所占比例

蒙古人、色目人
蒙古人 色目人 蒙古色目未详分 合计

汉人（包括汉
人与南人） 总计

人数（人） ４５　 ４９　 １６７　 ２６１　 ５７　 ３１８
百分比（％） １４．２　 １６．３　 ５１．６　 ８２．１　 １７．９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引自丁昆健（１９７７：１５１）。

　　表５和表６显示，行省右丞相和左丞相基本上被蒙古人和色目人
垄断，汉人所占比例极小；平章政事也主要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
汉人仅占１７．９％。
表７显示，无论是从整个清代来看，还是从清代各朝来看，巡抚以

汉人居多，其原因是巡抚的职责主要在地方行政，并受总督节制，不易
对清王朝构成政治的和军事的威胁，故可以在汉人中选拔能吏担任。
总督的族群来源则与巡抚明显有别。从整个清代来看，旗人总督略多
于汉人总督，说明清廷倾向于多用旗人做总督。从清代各朝来看，以嘉
庆朝（１７９９—１８２０）为界，前后非常不一样。嘉庆朝之前，主要任命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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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总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任命２０７人为总督，其中，旗人

１３２人，占６４％。嘉庆以后，主要任用汉人做总督，各朝（包括嘉庆朝）
共任命１３６人为总督，其中旗人仅为４１人，占３０％。

表７：清代各朝任命的总督和巡抚（按种族身份分类）

朝代
总督（总督兼巡抚）（人）

汉人 旗人

巡抚（人）

汉人 旗人

顺治 １４　 １８　 ８　 ８
康熙 １８　 ３７　 ２３　 １８
雍正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２
乾隆 ３０　 ６２　 ３７　 １０
嘉庆 １８　 １２　 ２０　 ３
道光 ２７　 １１　 ７　 １
咸丰 １４　 ６　 １７　 ５
同治 ２３　 ３　 １２　 ２
光绪 １２　 ５　 ２２　 ６
宣统 １　 ４　 １　 ０
合计 １７０　 １７３　 １６３　 ６５

　资料来源：依据《清代督抚制度》（傅宗懋，１９６３）的“清代督抚人物分析表”计算
而得。其中，同一人若连续于二朝任巡抚或总督，纳入第一个任职
之朝统计；旗人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

４５．１７９５年，在湖南、贵州交界地区发生苗民大叛乱，到１８０６年才被镇压下去。１７８６年，台
湾三合会在首领林爽文领导下起事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此后数十年“三合会”在
大陆各地蔓延，在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许多地区发起叛乱。１７９６年，湖北西部山区发生
白莲教叛乱，叛乱范围迅速扩大到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１８１３年，白莲教的支派
“天理教”在山东、河南、直隶发起叛乱。１８２０年代和１８３０年代，白莲教及其各个支派在华北
和华中地区不断起事，并与地方土匪和私盐贩子结合起来，对清王朝构成持久的威胁（费正
清、刘广京，１９８５：１２５－１３６）。

　　为什么在总督的族群来源上，嘉庆朝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当
然，到嘉庆皇帝登基时，清王朝统治中国已超过１５０年，历经“康乾盛
世”，汉人士人大多数已被驯服，故有足够数量的汉人官员供清廷选用。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社会风险与代理风险的相对变化解释其原因。嘉
庆朝之前，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此时，社会
风险较低，清廷主要防范的是代理风险，其策略是用旗人做总督，加强
对各省官员的控制。自嘉庆朝开始，因人口压力和官僚系统的腐败，地
方民众叛乱开始兴起，社会风险增大（费正清、刘广京，１９８５：１２５－
１３６）。４５为了应对地方叛乱，迫使清廷选用更能干的汉人做总督，以镇
压民众叛乱，加强社会控制。然而，在清王朝即将倾覆的宣统时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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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已明显感到各省政治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为防地方割据，一反此前诸
朝主要任用汉人总督的惯例，任命了５位新总督，其中４位是旗人，只
有１位是汉人。这说明清廷任用汉人总督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社会
风险很高但代理风险较低的时期，才会放手任用汉人总督。一旦清廷
感觉到代理风险也很严重，就会调整策略，重新任用旗人总督。

４６．明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八月，英宗朱祁镇率领５０万明军在土木堡遭瓦剌部队伏击，全军
覆没。瓦剌首领也先率部队趁势冲到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于谦奉命保卫北京。于谦依靠神
机营设伏于德胜门外村落间，大败瓦刺兵，史称“北京保卫战”（王兆春，１９９１：１１０－１１１）。

４７．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年），戚继光奉命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编练步兵
营、骑兵营、车营，各营编制和装备火器如下：步兵营有官兵２　７００名，其中鸟铳手１　０８０名，装备
鸟铳１　０８０支，药管３２　４００个，火药４　３２０斤，铅子２１．６万枚；骑兵营有官兵２　７００名，其中，鸟枪
手４３２名，快枪手４３２名，炮手１８０名，装备鸟铳４３２支，快枪（鸟铳之一种）４３２支，虎尊炮６０
门；车营有官兵２　６０４名，装备炮车１２８辆，载佛朗机炮２５６门（王兆春，１９９１：１８１－１８３）。

４８．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袁崇焕在关外宁远城大败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靠的是１２门
西洋大炮架在城墙上炮轰敌军（王兆春，１９９１：２２８－２２９）。

上述事实说明，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控制地方政府上，比汉
人政权多一个策略，即任用本民族的行省长官统治汉人，从而降低了代
理风险，使得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军事技术约束，从而能放手
采用行省制度。

２．军事技术变革与省级政区的稳定
清代以后，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日趋稳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没有重复历史上省级政区的兴废循环，而是一开始就设立省
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而且，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稳定性。为什么
清朝之后的政权打破了省级政区的周期循环？“风险论”认为，其原因
是火器逐渐替代冷兵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中央
政府所受到的军事技术约束得以逐渐消除。
火器的第一次革新是元代发明火铳和改进火药性能，元末，火铳已

被元军和农民军用于实战（王兆春，１９９１：５５－５７）。明清两代是火器替
代冷兵器的转型期。永乐年间，朝廷组建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
营”，主要装备是火铳和各种口径的铳炮（王兆春，１９９１：１０４－１０６）。４６

明代后期，西洋火炮（佛朗机）和火绳枪（鸟铳）传入中国，朝廷组织工匠
大规模仿造，带来火器的第二次革新。４７此时，明军作战开始依靠火器
（刘旭，２００４：１４２－１４４）。４８清代的火器技术一度停滞不前，但是，历经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乱，西方新式枪炮和军舰进入中国，清廷开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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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军事组织和技术训练新军，这是火器的第三次革新（王兆春，

１９９１：４０４－４０６）。４９至清末，西式枪炮已取代冷兵器和传统火器，成为
清军的主要武器。

４９．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清廷颁布练兵章程１７条，决定从直隶绿营兵中挑选１５　０００名，编练
为直隶六军，每军辖５营，每营编官兵５００名。每营装备的主要火器有：滑膛步枪４８支，骑兵
步枪１４４支，山炮１６门，榴弹炮４门（王兆春，１９９１：４０４）。

火器取代冷兵器，特别是出现了威力强大和造价昂贵的西式大炮、
坦克、军舰、飞机等重型武器装备部队，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获得
了巨大的军事优势，对地方割据的担忧已大为下降，因此可以放手设立
省级政区，建立统一的省级政府，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也加强对府县
官员的监督。所以，当火器取代冷兵器之后，省级政区也就不再兴废不
定，而是走向稳定。

六、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
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
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
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
“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
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
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此种循环现象？此外，清朝之后建立的政权为什
么又打破了此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中央政府的两个目标———

提高治理效率（或降低行政成本）与降低统治风险。然而，这两个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依据如何处理这两个目标之间
的关系，形成了三种不同理论，分别为“帝国的治理逻辑”“行政发包制
模型”和“风险论”。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检验
了“风险论”的解释能力，并且把“风险论”与其他两种理论相比较，得到
如下结论：
第一，“帝国的治理逻辑”适用于讨论省级政区的兴废问题，也可以

解释汉人政权在设置省级政区上的周期循环现象，但难以解释游牧民
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为什么不存在此种周期循环，也难以解释清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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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打破了此种周期循环。
第二，“行政发包制模型”适用于讨论“土司制”与“改土归流”，以及

省级政区的兴废等问题，它可以解释明代为什么推行“土司制”，也可以
解释汉人政权为什么避免设立省级政区，但它难以解释清代为什么推
行“改土归流”，也难以解释汉人政权为什么在设置省级政区上表现出
周期性循环现象。
第三，“风险论”适用于讨论前述三个维度的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并

且认为，上述三类问题都可以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约束条
件的变化，即中央政府在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上，受到财政、军事技术、
政治竞争等约束，使得国家的治理体制有可能偏离理想状态的郡县制，
也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承受较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当这些约束
减弱或消失之后，中央政府就有动力消除较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
这就带来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另一种原因是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相
对变化，这种变化将促使中央政府调整集权与分权关系，以控制相对较
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我们已证明，“风险论”的解释能够得到历
史事实的支持，因此，可以发展成解释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演变的动
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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